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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出制人

”
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陈 明 光

杨炎在向唐德宗提议实行两税法的奏疏中
，
有著名的一段话

� “
凡百役之费

，

一钱

之敛
，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

量出以制人
” ① ，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 量出制人 ” 的主张
。

这一主张是否真的成为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的制税原则呢�这是

唐史乃至中国财政史研究都要回答的问题
。

许多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

虽然其中评价有所不同
。

例如
，

范文澜先生在 《 中国通

史 》 第三册中
，
把 “ 量出制人

”
列为

“
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原则

”
之 一

，

并 说
�

“ 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人
，

等于说要无限掠夺
” ② 。

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先生

认为 “ 量出制人 ” 是
“
两税法的基本的四原则

”
之一

，

具有
“
抑制藩镇

、

振兴朝廷
”
的意

义③ 。

此外
，
还有许多论著把 “ 量出制入

”
说成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

兹不一一列举
。

总

之
，
这种看法在中外史学界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

同时
，

持此论的学者又多以此为出发

点
，

去评述两税法时期的财政
、

经济
、

社会矛盾等问题
，

引出其他结论
。

因此
， “ 量出

制人
” 与两税法的实际关系问题

，

其影响已超越税制本身的范围
，

波及唐后期的政治
、

经济
、

财政等诸多方面
，

很有探讨的必要
。

肯定 “ 量出制入 ” 是两税法制税原则的学者多引两条史料为据
，

一是杨炎的奏疏
，

一是 《 资治通鉴 》 卷二二六在记叙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说的
� “

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

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
，

量出以制人 ” 。

据此
，
他们多把 “ 量出制人 ” 是两税法的制税

原则当作一个既成事实而阐述其意义和影响
，

并未循名责实地加以考察
。

问题恰恰就发

① 《 旧唐书
·

杨炎传 》 。

② 《 中国通史 》 第三册
，
人民出版社����年第 �版

，
第���页

。

③ 《 唐代两税法 。 研究
·

本篇 》 ， 《 两税法 。 基本的四原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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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名与实之间
。

应该肯定
，
杨炎既然把

“
量出制人

”
的主张表述在建议实行两税法的具 体 内 容 之

前
，
文
哆蝉哟…吧冲

珍
一

娜
， 、

疥扎 妞
�

” 漪卿
万

娜掩等瞥卿
法的制税原

则
，

本来是符合杨炎的原意的
。

问题在于
，

由于为各种因素所制约
，

事实上两税法并没

有采用
“
量出制人

”
作为制税原则

。

检索原始资料
，
史籍关于两税法必须以

“
量出制人

”
作为制税原则的记载

，

仅有一

个来源
，
即杨炎的奏疏

。

翻阅唐廷有关两税法的正式公文
，

如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赦文
、

二月十一 日的 《 起请条 》 等
，
均未见语及

“
量出制人

” 。

大家知道
，

杨炎的奏疏毕竟只

是建议
，
而唐廷决定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是经过辩难争论的

，
从杨炎的建议到形诸芷式

法令
，

其中会有取舍增删� 倘将杨炎的建议之词断为实施两税法的实际原则
，

其逻辑推

论上的缺陷是很明显的
。

假如说史籍传载两税法的令文容或有缺
，
不足据以论定的话

，

那么
，

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建中元年初行两税法的实际情况以及此后的实施状况
，

从中探

求 “ 量出制人
”
与两税法的关系

，
才可望符合历史事实

。

本文试图论述的是
�

杨炎关于

“
量出制人

”
的主张毕竟是一个建议

，

实际上未被唐廷采纳
，
没有成为两税法的实际制

税原则 � 而 《 资治通鉴 》 的有关表述是对
“
量出制人

”
与两税法的关系作了 错 误 的 理

解
，
不足为信

。

兹将理由申述如下
。

为了避免在论争中出现概念上的歧义
，
首先应该确定杨炎的 “ 量出制入 ”

这一概念

的内涵
。

其内涵或如胡寄窗先生所释
， “

先计量国家每年所需要的经费
，

然后规定相应

的科征收人
，
以满足国家经费支出的要求

” ① � 或如 日野开三郎先生所说的
“
先估计国

家支出的必要额
，
据此规定相应的征税额

，

这就是所谓量出制人的原则 ” ② 。

这是多数

论者的共同出发点
，
于此我们没有异议

。

这里要强调的只是
，

杨炎关于 “ 量出制人
”
的

主张
，
处理的是征派赋役的国家机器与承担赋役的

“
编户齐民

”
之间的关系问题

，

而非

政府机构的各部门之间分配经费的问题
。

因此
，
如果杨炎的主张真的成为两税法的制税

原则
，

就必然要给两税法打上两点显著印记
�

一
、

如果是
“
量出制人

” ，

则建中元年确

定两税征收额之前
，

必须先作全国财政支出的预算
，

据以确定全国两税总额和各州分征

税额� 二
、

封建国家财政支出每年多有变化
，

如果是
“
量出制人

” ，

就必须经常相应地

提高或降低全国总税额和各州分征额
，
由此表现出各州分征额的不固定性

。

下面就这两

点进行考察
。

第一个要考察的向题
�

建中元年全国两税总额
、

各州两税定额以及上供
、

送使
、

留

州三份额是怎样确定的全有否作过一些有关
“ 量出制人 ” 的计算�

我们知道
，
建中元年二月十一 日的 《 起请条 》 ，

是唐中央实施两税法的共体力案
。

《 中国经济思想史 》 中册
， ����年版

，
第通例页

。

《 杨炎 。 两税法 ‘�龄沙石税额 。 间题 》 ，
首载 《 东洋学报 》 第��卷第 �号

。

价卿骊



“
量出制人 ， 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它规定
�

“
令黔险观察使及州县长官

，
据旧征税数

，
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

，
为夏

秋两税 ” ① 。
�

何谓
“
据旧征税数

” � 其含义微妙
，

颇难明确把握
。

橄防使自有一番处理
。

陆赞在 《 论

两税之弊须有厘革 》
，

中指出
� “ 创制之首

，

不务齐平
，

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征税
” ，

而使臣
“
乃搜摘郡邑

，
幼验簿书

，
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

，
便为两税定

额
” ② 。

这就清楚地揭示
，
建中元年中央派黝陆使分行各地实施两税法时

，
各州的两税

定额以及全国两税总额的形成
，
不是在重新作过国家财政预算之后自上而下地确定的

，

相反
，
全国两税总额是由下而上汇总形成的

，

而各州所取的两税定额
，

来源于年份不一

的 ，’�日征税数 ” 。

这些情况未能体现 “ 量出制人 ” 的原则
。

有的学者对 ，’�日征税数 ”
和杨炎的

“ 量出制人
”
有另一种理解

。

如李剑 农 先 生 曾

说
�

“ 或又疑杨炎
‘
量出制人

’
之语非事实

，

以其定额皆据旧征税数也
。

然实则杨

炎之所谓
‘

量出制人
’ ，

非若现代国家编制预算之
‘

量出制人
’ ，

但凭定制时
，

一

岁支出须若干
，
即据以定两税征收之总额耳 � 所谓

‘
凡百役之费

，

一钱之敛
，
先度

其数而赋于人
’
者

，
即总括当时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

，
以定两税之总数

，
盖当时所

有各种征收之总数
，

即为当时支出需要之总额
，

即据以为两税收人之总额分 ③ 。

这种解释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④ 。

于此我们却有异议
。

且不论李先生对
“
量出制人 ， 的解释是否符合杨炎的原意

，

单

就其论证而言
，
便有两个漏洞

，

无法自圆其说
。

其一
、

所谓 “ 当时 �即大历矛四年�所

有各种征收之总数
，
即为当时支出需要之总额

，
即据以为两税收人之总额， ，

这句话表

述的三等式并不能成立
。

依其所言可知
，
李先生说的大历十四年税收的总额

，

是指经由

州县征敛转输的租庸调地税及其他杂税
，
而这方面的收人仅占大历年间中央财政收人的

一半左右� 另一半来源于中央直属税收系统
，
即盐利

、

青苗钱等
，
史称

� “
大历末

，
通

天下之财而计其所人
，

总一千二百万贯
，
而盐利过半 ”

‘

手
，

便是证明
。
而建中元年取定

的两税总额
，

其来源是不包括盐利
、

青苗钱在内的
。

可知大历�四年的收
、

支数 �不管

指中央财政或通计全国财政�与建中元年两税额
，

这三项数字不能协调在一 个 等 式 之

中
。

其二
、 “ 据旧征税数 ” 不可能指大历十四年税收之总额

� “ 据旧征税数 ” 是一种含

① 《 唐会要 》 卷八三
， 《 租税上 》 。

② 《 陆宣公奏议集 》 卷一二
。

③ 《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 》 ，
三联书店���，年版

，
第���页

。

④ 如许涤新主编的 《 政治经济学辞典 》 上册
， 《 两税法 》 条目有类似的说法

。

⑤ 《 唐会要 》 卷八七
， 《 转运盐铁总叙 》 。



历 史 研 究

义模棱两可的微妙规定
。

一方面
，

按惯例
，

它当指颁令的上一年即大历十四年的税数 �

但是
，

另一方面
，
它何以不指明是大历十四年的税数

，
留下让默险使上下其 手 的 余 地

呢�黝阶使敢于
“
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

，

便为两税定额
” ，

这种举动

就说明所谓
“
据旧征税数

”
的内涵可以是游移不定的

。

陆赞说
�

“
又以谋始之际

，

不立科条
，
分遣使臣凡十余辈

，

专行其意
，

各制一隅
，
遂使

使人殊见
，
道异法

，
低昂不类

，
缓急不伦

，
逮至复命于朝

，
竟无类会裁处

，

其于路

驳
，
胡可胜言

” ① �

后来杜佑也说
�

“ 自建中初
，
夭下编毗百三十万

。

赖分命默陆
，

重为案比
，
收人公税

，

增倍而

余…… 。

而使臣制置各殊
，
或有轻重未一

” ② 。

可见
，

使臣之所以敢
“
制置各殊

” ，
系因朝廷

“
不立科条

”
之故

。

这就不难领会
“
据旧征

税数
”
的行文意图

，

是故意要写得笼而统之的
。

究其苦衷
，
在于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之

际
，

唐中央根本无法统计大历十四年的全国税收总数
。

杨炎说
� “

至德 之 后
，

天 下 兵

起……纲目大坏
，

朝廷不能覆诸使
，

诸使不能覆诸州
” ③ ，

指出了建中之前 唐 朝 的 财

政审计系统久遭破坏
，

中央无由统计各州的收支实数
。

陆蛰也说
� “

大历中纪纲废弛
，

百事从权
，

至于率税少多
，

皆在牧守裁制
。

邦赋既无定限
，

有司惧有网供
，
每至征配之

初
，

例必广张名数
，
以备不时之命

，
且为施惠之资

，
应用有余

，

则遂减放…… ” ④ 。

试

想
，

在地方长吏 自擅制税权与放免权
、

征镯如此混乱不一的情况下
，
唐中央何从统计得

大历十四年
“
所有各种征收之总数

”
呢� 可见

，

大历十四年税收之总额
“
即据以为两税

收人之总额 ” ，
这种推断缺乏现实性

，

不能成立
。

其实
，

所谓
“
据旧征税数……为夏秋两税 ”

的规定
，
是针对

“
率税少多皆在牧守裁

制
”
的时弊

，

要求统一和固定税额
，

而不是为了贯彻
“
量出制人

”
的原则

。

默险使尽管

处置各异
，

但他们都能体现
“
据旧征税数

”
的固定税额的基本精神

，
回朝复命

，

唐廷自

然也就没有异议了
。

概括上述
，
从建中元年确定各州两税定额以及自各州汇总而成全国两税总额这两个

具体程序来看
，

两税法显然不是以
“
量出制人

”
作为制税原则的

。

建中两税法还把各州的两税定额再划分为上供
、

送使
、

留州三个份额
，
这是两税法

的一项重要内容
。

那么
，
两税三份额的确定

，

与 “
量出制人

”
有没有关系呢� 这也是必

须回答的
。

失已强调
，

杨炎关于
“
量出制人

”
的主张

，

处理的是征派赋役的国家机器与承担赋

①④ 《 陆宣公奏议集 》 卷一二
， 《 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 》 。

② 《 通典 》 卷七
， 《 食货典七

·

丁中 》 。

③ 《 旧唐书
·

杨炎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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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的 “ 编户齐民
”
之间的关系问题

，

而非政府机构各部门之间分配经费的问题
。

鉴于安

史之乱以来
，
唐朝的财政支出明显地分割为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两大部分的实

际状况
，
如果杨炎的主张真的贯彻到两税三分的具体程序之中

，
国家机器 与

“
编 户 齐

民 ” 的赋税关系就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
�

其一
、

中央财政须先作支出预算
，
据以分配各

州的上供额
，
就是说

，
中央政权与

“
编户齐民

”
的赋税关系

，

表现为通过地方政府作媒

介的间接的
“
量出制入

”
关系 � 其二

、

中央须对地方政府的开支作预算
，

据以规定地方

政府可以征派赋税的限额
，
即地方政府与

“
编户齐民

”
表现为直接的

“
量出制人

”
的关

系
。

可是
，
据史实显示

，
建中元年初定各州两税三分的程序却是这样的

�

中央派出十余

名黔陆使分赴各州
，
先取各州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

，

便为各州两税定额 � 然后

与地方长官核算地方经费所需
，

确定送使
、

留州二份定额
，

余下税额
，
即为 当 州 上 供

额
。

这就是 《 起请条 》 规定的
�

“
其默险使每道定税讫

，
具当州府应税都数 �即州定额�及征纳期 限 并 支 留

�即留州额�合送 �即送使额与上供额�等钱物解斗
，
分析闻奏

” ① 。

由此可知
，

各州上供额的来源
，
是对地方经费作了限额扣除之后的自然剩额

，
并非中央

财政根据自身需要进行
“
量出制人

”
计算的结果

。

再看各州送使
、

留州额是如何确定的
。

陆赞说
“
经费之大

，
其流有三

，
军食一也

，

军衣二也
，
内外官月体及诸 色 资 课 三

也
” ② 。

沈既济也说
� “

天下财赋耗教之大者
，

唯二事焉
，

最多者兵资
，
次多者官体

，

其余杂费
，
十不当二事之一

” ③ 。

安史乱山
，

财权下移
，

方镇自擅财赋主要也是为了养

兵食官
，
所谓

“
有重兵处皆厚 自奉养

，

正赋所人无几
，

吏之职名
，
随人署 置

，
傣 给 厚

薄
，

由其增损…… ” ④ ，
即指此而言

。

因此
，
大历年间代宗着手遏制藩镇势力的扩张

，

限制各州兵员
、

限定地方官体以削弱方镇的武力与财力是必行的手段
。

既然军费与官傣

是地方经费的主要支出项 目
，
大历中的整顿便为建中元年中央限定地方经费提供了法令

依据和具体数据
。

建中元年二月
，

唐中央借推行两税法之机
，
分遣默险使依据前令核定

地方经费
，
强制遵行

。

德宗在 《 遣诸道黔陆使救 》 中指出
，
派遣黔险使是鉴于

“ 兵革未

宁
，
戎马未静

，
纪纲未振

，
法令未敷

，
封沂郡县

，

赋税不一
，

师旅上下
，

劳役不均
” 汽 。

这说明
，

裁减方镇的兵员及军费
，

是黔险使的重点职责之一
。 《 旧唐书 》 卷一二七 《 洪经

伦传 》 载录
�

洪经伦作为黝险使
，
执行朝廷旨令

，
下符裁减魏州的逾限兵员

，
而田悦只

① 《 唐会要 》 卷八三
， 《 租税上 》 。

② 《 陆宣公奏议集 》 卷一二
， 《 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 》 。

③ 《 旧唐书 》 卷一四九
， 《 沈传师传 》 。

④ 《 唐会要 》 卷八三
， 《 租税上 》 。

⑤ 《 唐大诏令集 》 卷一�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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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依符罢之

” ，

然后再把逾限士兵私养起来
。

河北骄藩尚且不得不表面屈从
，
可知拙

沙伙在诸道核算各州兵员
、

官傣的使命是执行得较顺利的
。

各州的送使
、

留州份额就是

在达种基础上确定的
。

邓么
，

各州的送使
、

留州额的确定
，

是否体现了杨炎的
’

“ 量出制入
”
的原则呢� 回

答是否定的
。

因为各州的两税定额是在送使
、

留州额算定之前就先已取定了
，
如前所析

并非 “ 胡
一

出制入
” 的产物 � 此后中央再对地方经费作预算而限定送使

、

留州份额
，
处理

的已非
，‘

荃方政府与纳税户的直接关系
，
而是中央允许地方政府从既收税额中分割多少的

数量关
一 ， 一

下于统爪集团内部瓜分赋税收人的范畴
。

这与杨炎灼
“
量出制人

”
的概念具

有不同尔�内洒
， ，

人宜混为一谈
。

石送使
、

留州额的划 分
，

也可以借用
“
量出制人

”
一语

，

不过只能说
� “

在两税总

额中
，

地方政府可以分割多少
，
是依照

‘
量出制人

，
的方法向中央请允留成的

” � 而不

能说
� “

送使
、

留州额
，
是地方政府依照

‘
量出制人

’
的斌税原侧向两税户征收的

” 。

送使
、

留州钱并不体现地方政府与两税户的直接的赋敛关系
，
而体现了中央分配地方经

费的定额原则
。

有的唐人从这一层亩义上使用了
“
量出为人

”
一语

。

如元镇在 《 钱货议

状 》 中说
�

’

“
自国家置两税以来

，
夭下之财

，
限为三品

，

一日上供
，

二日留使
，
三 日 留

州
，
皆量出以为人

，

定额以给资
。

然而节将有进献以市国恩者
，
有赂 遗 以 买 私名

者
，
有藏锅滞帛以贻子孙者

，

有高楼广榭以炽第宅者
，
彼之体人有常也

，
公私有分

也
，
此何从而得之

” ① �

为帮助理解元模的
“ 量出以为人

” 的含意
，

可参照李翱在 《 绝进献疏 》 中说的一段相似

的话
。

他说
�

“
今节度观察使之进献

，
必日

‘
军府羡余

，

不取于百姓
’ 。

且供军及留州浅各

有定颤
，

若非兵士网数不填及减刻所给
，
则钱帛非天之所雨也

，
非如泉之可涌而生

也
，

不取于百姓
，

将安取之哉� ” ②

参照李韧所说
，
品味元填原意

，

可以判明元填说
“
皆最出以为人

”
与

“
定额以给资

”
是

同义反复
，
系指中央对送使

、

留州额的限制而言
。
因此

，

元滇说的 “ 最出以为人
” ，

与

杨炎灼
“
量出以制人

” ，

针对的对象不同
，

其内涵与性质也各异
，

不可混淆起来
。

据上面对两税三分的分析
，

可以知道
，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于建中元年正月记事说

�

“
至是

，
�杨�炎建议作两税法

�
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 人

，
通出以

制人
” ，

这句话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

是错误的表述 � 后世有些沦者据以为
“
见出

制入
”
是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
则是以讹传讹

，

应予纠正
。

第二个必须考察的问题
�

各州两税额是基本固定的
，

还是遵照
“ 最出制人

”
的要求

① 《 元模集 》 卷三四
。

了
多 《 李文公集 》 卷九

。

��
�



“
量出制人

” 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而经常更动的
。

就杨炎的建议而言
，

其初衷就是要把各州的两税额固定下来
，

所以他才会说
� “

逾

岁之后
，
有户增而税减轻

，

及人散而失均者
，

进退长吏
” ① 。

观察实施情况
，

现象比较

复杂
。 一

首先必须承认
，

德宗朝有两次
“
合法

”
地提高两税钱额的行动

。

一次是在建中三

年
，

由淮南道节度使陈少游动议
，

全国两税钱额提高百分之二十
� 另一次是贞元八年

，

中央批准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加税十分之二的要求
，
属局部地区性的增加税钱

。

此外
，

建中二年起
，

商税由
“
三十之一

”
变为

“
什一税之

” 。

德宗朝还有一种
“ 权 宜 ” ，

即

“ 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
” ② 。

能不能据此便断言各州两税额一直是根据
“
量出制

人
” 的要求在波动呢� 我们认为

，

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
，
必须区分枝蔓和主干

。

唐后

期实行两税法长达一百二
一

卜余年
，

不宜以德宗一朝的某些事实下断语
，
而应以较长的时

间跨度去衡量两税额的变化情况
，

结果就可以发现各州两税定额是基本稳定的
。

大家熟知
，

两税法实施过程中
，

存在着两种普遍性
、

长期性的弊病
，

一是因 “ 钱重

货轻 ” 而引妞两税户负担的实际加重
，

二是摊逃
。

朝廷上下对此有不少议论
，
从中可看

出
，
两税领的固定

，
是产生或加剧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

如德宗在 《 贞元元年南郊大赦

天下制 》 承认
�

“
自立两税

，
经今六年

，

或初定之时
，
已有偏并

，

或户口减耗
，
旧额犹存

，

轻

重不均
，

流亡转甚
” ③ 。

李绛说
�

“
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

，

至今四十年矣
，
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

，

米一斗为钱三百
，

税户之输十千者
，

为绢二匹半而足矣
，

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
，

钱益加重…… ” ④ 。

此类言论甚多
，

均或明或暗地指出
，

各州两税定额的基本固定
，

是造成上述弊病的前提

条件
。

杜佑概括说
� “

建中新令
，

并人两税
，

恒额既立
，
加益莫由

，

浮浪悉收
，

规避无

所
，

遂令赋有常规
，

人知定制
，

贪冒之吏
，

莫得生奸…… ” ⑤ ，

先肯定建中的固定两税

额
，

是制止地方长吏横征暴敛的暂时的有效办法
� 接着又说

� “ 而使臣制置各殊
，

或有

轻重未一
。

仍属多故
，

兵革荐兴
，
浮冗之辈

，

今则众矣� 征输之数
，

亦以阔矣
，
旧额既

在
，

见人渐艰
” ⑥ ，

又批评两税旧额没有适应客观实际而变动
，

遂成残害民生的苛征
。

当

时不少地方官为纠正赋税不均而进行均税
，

都是采用把当州原定额依户等与田地重新摊

配的方法泣
，
因此

，

可以肯定一个基本事实
，
即以较长的时间跨度去衡量

，

各州两税额

① 《 旧唐书
·

杨炎传 》 。

② 《 陆宣公奏议集 》 卷一二
， 《 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 》 。

③ 《 唐大诏令集 》 卷六九
。

④ 《 全唐文 》 卷六三四
，
李翱

� 《 改税法疏 》 。

⑤⑥ 《 通典 》 卷七
， 《 食货典七

·

丁中 》 。

⑦ 参见 《 元滇集 》 卷三八
， 《 同州奏均田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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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本固定的
，
而非经常增减的

。

还可以从唐后期中央与方镇为增加财政收人所采取的手段类型
，

看出两税额是双方

均小心翼翼不愿正面打破的稳定限额
。

建中元年以后
，

唐中央政权与部分藩 镇 以 及 回

绝
、
吐蕃等的战事连绵不断

，
中央财政穷于支付军费

，

几度出现危机
。

倘 若
“
量 出制

人
”
真成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
则提高两税额是名正言顺的必行手段

，

但是
，
如前所述

，

只有建中三年的提高两税钱额是中央采取的一次敛财手段
，
此外

，
中央主要采取三种类

型的应急敛财手段
，
一是增加商税

，
如提高

“
除陌

”
额

、

借商
、

税间架
、

税茶
、

榷酒
、

抬高榷盐价格等� 二是于两税总额之内
，
采取

“
除陌

” 、 “ 抽贯 ” 的手段削减送使
、

留

州额� 三是于上供额之外
，

或强迫或
“
讽劝 ” 诸道方镇

“
进奉

”
钱物

。

地方藩镇为
“
进

奉
”
及中饱私囊

，
也在辖境巧取豪夺

。

分析史料可以看出
，
藩镇也多是采用避开直接提

高两税额的手段
，
如增加杂税

，
利用

“
省估 ” 与 “ 实估

” 的差价牟利
，
克扣 军 铜 和 官

体
、

缺额不补而隐占其粮铜体料等
。

总之
，
用当时人的话来概括

，
唐后期中央与方镇增

加收人的主要手段是
“
法外加征

” 。

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
两税法的定额

，
是当时人

衡量赋税轻重的一项固定的参照物
。

综上以观
，
两税法是一种中央以州为计税单位的定额税制

，
建中元年初 定 各 州 税

额
，
是取各州大历年间某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

，

便为该州两税定额
，
以较长的时间跨度

去考察
，

各州税额是基本稳定的
，

由此反映出两税法并非以杨炎的
“
量出制人

”
主张作

为自己的制税原则
。

同时
，
两税法又规定各州两税定额三分

，

这是中央与地方分割既得

赋税的问题
，
有的唐人把地方向中央分割经费的方式称为

“
量出为人

” ，

其内涵与杨炎

的
“
量出制人

”
是不同的

。

有些学者倾向于把杨炎表述的
“
量出制人

”
思想当作新的财政原则去评论

。

我们觉

得
，

财政原则与制税原则当然有区别
，

它指导的是财政收支如何平衡的大局
，
而非局限

于某项具体税目� 但二者又有紧密的联系
，
因为唐后期两税是财政收人的最 主 要 的 来

源
，
直接影响财政支出的状况

，
如果

“
量出制人

”
确是财政原则

，

必然也要成为制定两

税总额的指导原则
。

所以
，
即使把杨炎的

“
量出制人

”
视为财政原则

，
也不会使本章的

论题落空
，
反倒可增加一个论证的角度

，

即从财政原则的角度考察
“
量出制人

” ，
也未

见唐期奉行
。

简而言之
，

唐期的中央财政主管机构
，

从安史乱起逐步演化为度支
、

盐铁
、

户部三

司鼎峙的新格局
，

其中度支担负综理财政收支平衡的大局
，
因此

，

度支的理财原则理所

当然地代表着财政原则
。

史料显示
，
两税法时期的度支奉行的是

“
量入为出

”
的传统财

政原则
。

如德宗贞元十年权德舆上疏曾说
� “

度支所务
，

天下至重
，
量人为出

，
从古所

难
” ① 。

又如
，
开成元年王彦威以户部侍郎判度支

，
对文宗表白说

� “
臣自计司按见管

① 《 权载之文集 》 卷四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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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量出制人

”
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钱谷文簿
，

皆量人以为出
，
使经费必足

，
无所刻削

” ① 。

唐廷规定两税法 “ 以度支总统

焉 ，， ② ，

因此
，

担任当时度支官吏的话是可信的
。

此外
，
如文宗太和七年任命王涯平章

事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的制文说
� “ 联以边鄙防御

，

犹存兵戍
，
资储之备

，
供亿尚

繁
，
顷者支费转输

，
任分两使

，
量人制用

，
诚患多门…… ” ③ ，

也证明唐后期中央标榜

的仍是
“
量人制用 �出�

”
的财政原则

。

如果把杨炎的
“
量出制人

”
说成是两税法的制

税原则
，
与此恰好扦格不入

。

以上论证了
“
量出制人

”
不是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
那么

，
唐朝统治者为什么不在两

税法或者财政制度上公开地树起
“
量出制人

”
的新旗号呢� 我认为这并不是随意的

、

偶

然的
，
而是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要求所制约的必然结果

。

要正确认识这个向题
，
首先必须区分清楚执行

“
量出制人

”
原则对封建税收发生影

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客观地说
，
按照杨炎的表述

， “
凡百役之费

，

一钱之敛
，
先度其

数而赋于人
，
量出以制人 ” ，

包含着通过预算对支出作出一定的限制
，
从而控制剥削量

的积极意图， 尤其是针对安史之乱以来赋敛混乱不一
， “ 邦赋既无定限 ” ， “ 率税少多

皆在牧守裁制
”
等情况

，
主张

“
量出制人

”
的现实意义更是积极的

。

其实
， “ 量 出 制

人
” 的思想端倪

，
早见于汉初

。

如 《 汉书
·

食货志 》 记载
，
汉高祖刘邦初立

， “
于是约

法省禁
，
轻田租

，
十五而税一 � 量吏禄

、

度官用
，
以赋于民

” ，
其中就包含着 “ 量出制

人
”
的意思

。

那么
，
如果奉行

“
量出制人

”
的原则

，

将对封建税收和财政发生什么影响

呢�就可能性而言
， “

出
”
与 “ 人

”
这两项变量将有三种对应关系

，

一是因支出减省而

减少征收额
，
二是因支出稳定而维持征收额

，
三是因支出增加而扩大征收额

。

但是
，
就

现实性而言
，
由于唐朝自建中元年以后财政支出 日益增加

，
如果奉行 “ 量出制人

”
的原

则
，
税额只能表现为随开支增长而直线上升关系

。

所以
，
范文澜先生说

� “
强盗一般的

统治者说要量出制入
，
等于说要无限掠夺

” ，
就是从其现实性立论的

，
可谓一针见血

。

不过
，

恰恰也是由于这种现实效果
，

决定了
“
量出制人

”
不能成为唐朝乃至封建后世的

制税原则 �或财政原则�
。

主要当有如下几点经济和政治的原因
。

首先
，
从根本上说

，

唐代还缺乏以
“
量出制人 ”

作为制税原则 �或财政原则�的经

济基础
。

有的同志说 “ 中唐以后
，

由人身依附减轻而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
，
在一定程度

上适应了统治阶级不断增长着的欲望的需要
。

这正是量出制人原则得以实施 的 经 济 基

① 《 旧唐书 》 卷一五七
， 《 王彦威传 》 。

② 《 唐会要 》 卷八三
， 《 租税上 》 。

③ 《 唐大诏令集 》 卷四八
， 《 王涯平章事制 ��

。



伍 史 研 究
’

础 ， ① 。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推论
。

尽管中唐以来个体���农的生产力确有不小的提高
。

但

在总体上仍属落后
，

加上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
、

战乱的破坏
、

天灾的影响
，

农民可供地主

阶级榨取的剩余产品毕竟有限
，
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

。
因此

，
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封建

剥削得以维持下去的限度
。

较有眼光的封建政治家借助历史经验与现实材料
，

完全可以

感知这个限度
，
从而要求制定相适应的赋税政策

。

如陆赞就说过
� “

地力之 生 物 有 大

数
，
人力之成物有大限

，
取之有度

，
用之有节

，

则常足 �
取之无度

，
用之无节

，

则常不

足
” ② 。

我们不宜把唐朝统治集团描绘成一群只知
“
竭泽而渔

”
的政治庸人

。

在 事 实

上
，

建中两税法
“
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 ，

封建国家所取的剥削量已接近剥夺农民的

全部剩余产品了 �其中还要把私人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考虑在内�
。

陆赞 分 析 说
�

“
自天宝以后

，
师旅数起

，

法度消亡
、 ……由是用颇殷繁

，

俗亦靡弊
，

公赋已重
，

别献

继兴
�
别献既行

，

私赂竞长
，

诛求刻剥
，
日长月滋

，

以至于大历之间
，

所谓取之极甚者

也
，

今既总收极甚数
，
定为两税矣

” ⑧ 。

更何况建中三年又将两税钱额提高 百 分 之 二

十
。

可知两税法推行不久
，

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几乎接近剥夺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限

度
，
封建的赋税政策不能不受其影响

。

由于缺乏必要的具体数据
，
我们无法对两税的剥

削总量与农民的剩余产品量之间的关系作定量计算
，

不过
，

从两税法实行后唐中央对义

仓粮的处置办法的变化
，
我们仍可对两税解斗与农民的剩余粮食的关系作出大致科学的

估计
，
以助理解全局

。

唐前期以每亩二升的标准征收的义仓粮
，

或称地税
，

实质上是于丁租之外再征取农

民的部分剩余产品
，

并强迫地主也拿出部分地租收人
，
共同作为救灾贩饥的储备粮

。

安

史乱起
，
地税额不断提高

，

超出义仓粮的原意
，

成为建中两税解斗的来源之一
。

建中颁

行两税法之际
，
义仓粮并人

“
解斗

” 一色
，
义仓制度遂因失去专们的粮源而遭破坏

。

过

了四年
，
德宗下令

� “ 宜准贞元 � “ 观
”
之误�故事

，
天下垦见田

，
上自王公

，
下及百

姓
，
每丰穗之岁

，

秋夏两时
，
州县长官

，

以理劝课
，
据顷亩多少

，

随所种粟
、

豆
、

稻
、

麦逐便贮纳
，

以为义仓
” ④ 。

这道命令的实质
，

是在
“
劝课

”
的幌子下

，

企图于两税解

斗额之外再扩大对农民的剥削量
，
以重振义仓制度

。

贞元九年
，
德宗重申此令

。

但是
，

由于农民的余粮几乎被封建国家与私人地主搜刮殆净了
，

陆蛰在贞元十年上 书 指 出
�

“
今赋役已繁

，

人力已竭
，

穷岁汲汲
，

永不底余
，

课之聚粮
，

终不能致 ” ⑤ 。

从建中元

年至元和元年计二十六年
，
其间义仓制度始终恢复不起来

。

不少大臣或上表请置义仓
，

或另筹备荒资金
，
后来

，

宪宗于元和元年不得不下令
� “

应天下州府每年所 税 地 子 数

① 魏明孔
� 《 浅析两税法中 “

量出以制人
”
的制税原则 》 ，

载 《 中学历史 》 ����年第 �期
。

②③ 《 陆宣公奏议集 》 卷一 二
， 《 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 》 。

④ 《 唐大诏令集 》 卷六九
， 《 贞元元年南郊大赦天下制 》 。

⑤ 《 陆宣公奏议集 》 卷一二
， 《 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 》 。



“
量出制入

”
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内
，

宜十分取二分
，
均充常平仓及义仓…… ” ① 。

就是说
，
只好放弃增大剥 削 量 的 企

图
，
仍在两税法规定的粮食剥削总量之内筹措义仓粮的来源

。

这个事例清楚地揭示
，

两

税法中实在没有多少可供 食量出制人刀 原则容身的余地了
。

摸句话说
， “

量出制人
”
之

所以不能成为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
归根结底是菌为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的缘故

。

第二
，
从中唐中央集权与方镇割据倾向的现实斗争考察

， “
量出制人

”
的实际效果

也将与唐中央推行两税法的政治意图相抵悟
。

唐中央改施两税法
，
究竟是要为无限掠夺

大开方便之门呢� 抑或是为了把剥削量约束在一定限度之内以暂时缓和社会矛盾呢�答

案显然是后者
。

两税法之所以采取以州为计税单位的定额形式
，

正是出于这种 目的
。

所

以
， “ 量出制人

”
指导下的波动税额

，

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
。

同时
，

依两税三分制的

规定
，

方镇与州府的开支只能
“
量人为出

” ，
在送使

、

留州钱额内
“
方圆

”
使用

，
不准

任意加敛多 显然
，

如果两税法明言以 “ 量出制人 ” 为制税原则
，

必然赋予地方长吏以擅

自加敛的合法权利
，
这就直接违背了两税法限制方镇财权的立法精神

。

第三
，

以 “
量出制人

”
为制税原则所带来的一时之利

，

将侵害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

益
。

如前所述
，

就现实性而言
， “

量出制人 ” 无疑会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作理论

护符
。

如果封建统治者一味 “ 量出制人 ” ，
根据开支的增长而无节制地扩大剥削量

，

就

不仅要剥夺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
，

而且要侵夺农民的必要产品
，

破坏农民的简单的再生

产
，
迅速激化社会矛盾

，

导致封建政权自身的崩溃
。 �

关于
“
取用

” 与 “ 国危
”
之间的关

系
，

古代一些政治家不乏清楚的认识
，

他们都意识到把剥削量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是长

治久安的根本
。

这就是儒家的
“
量人制出

”
的传统财政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原因
，

同时也是
“
量出制人

”
的财政新思想不能在唐代乃至封建后世

取得合法性
，

从而被封建朝廷堂而皇之地写进赋税条 令或财政制度的政治原因
。

最后
，

就封建统治者扩大剥削量的实际需要来看
，
也没有明文规定以

“
量出制人

”

为制税原则 �或财政原则�的必要
。
不能认为封建统治者只有按照

“
量出制人

”
的成文

，

才能扩大剥削量
。

封建专制皇权支配下的赋税实体毕竟是服从人君之意的
。

实际上
，

尽

管标榜
“
量人制出

” ，
一旦一定的岁入不能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需求

，

他们仍经常地采

用
“
法外加征

”
的办法去扩大剥削量

，

真正采用紧缩开支弥补财政亏空的情 况 只 是 少

数
。

这说明
， “

量人制出
”
的原则

，
对封建统治者增加剥削量的欲望的约束力有限

。

而

在表面上
， “

量出制人
”
产生的消极政治影响是很明显的

， “
量人制出

”
则环绕着一圈

“ 爱民节用
”
的迷人光辉

，

相形之下
， “

量出制人
”
思想遂一宜遭到封建统治者表面上

的冷遇
，

不能公然被携登中国封建社会历代财政政策的
“
大雅之堂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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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 明光 ， ����年 生
，

厦 门大 学历史系助教
。 〕

① 《 唐会要 》 卷��八
， 《 仓及常平仓 》 。


